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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化趋势往往和私有化改革交替出现。 基于“马克思主义 － 波兰尼”理

论视角，构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 － 私有化交替演变规律的理论框架，总结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 － 私有化”的迭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末和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国有化浪潮是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当政治关

系、上层建筑等因承担生产关系功能嵌入市场经济后，则会直接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因此出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 当前在国家治理危机背景下私有化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 中国

在进行国企改革时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的侵蚀，跳出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 －私有化”的迭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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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发展史，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普遍发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国有经济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掀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下降。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趋势。 由此可见，二战以来，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数次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 ２１ 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仍

牢牢掌握主流话语权，市场仍在不断扩张，这势必会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并加剧全球冲突，
或许又将引发新一轮国有化趋势转变。

国内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展开了诸多研究与总结，但基本上都

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现的历史现象的回顾以及对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各自出

现的动机、产生的结果或绩效的总结，［１ － ８］缺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
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的“双向运动”理论，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

义—波兰尼视角下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交替性演变规律的理论框架；第二，基于上述理

论框架总结了 ２０ 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革交替出现的历史事实，以及 ２１ 世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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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危机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 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
私有化”迭变律的分析，本文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其本质

特征，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载体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直接相关，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对国

有经济的侵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决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

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迭变律的理论分析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周期性爆发的

经济危机，这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此决定了所有制结构和生产

资料私人占有方式社会化趋势的不断提高。 按照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
是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矛盾演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和

私有化改革会随着市场化浪潮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间的矛盾运动而交替发生。 波兰尼的理论可以被理

解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化—私有化”交替演变趋势不仅是经济危机

所引致的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也受到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 因此，在分别

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理论、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波兰尼视角下理解资本主义“国有化—私有化”迭变律的理论分析框架。
１．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

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

征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调整资本所有制的社会化形式以缓和基本矛盾

（如 １９ 世纪中期出现的股份公司和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形式），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

与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９］，无产阶级将“一步步地夺取资

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１０］，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当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国家

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达到了极限，“无论是向股份公司和托

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现代国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

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 资

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

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财产，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１１］ 最终

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列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范式，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以及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列宁指出，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积

聚和国际化程度，国家政权与金融垄断资本相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许

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 ［１２］，这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水平，同时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１３］无产阶级做好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全面公有制的准备，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
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 ［１４］。

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积累金融化、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断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有限度的调整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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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规律。 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更加社会化的形式只会导致矛盾在更深层次和更大

范围上运动和发展，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危机。

２．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

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利用“嵌入”“脱嵌”概念和“双向运动”理论驳斥了市场自由主义（自我调

节的市场经济），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失败，并转向一个“新的、非市场基础上的工业文

明”，［１５］２１２最终实现大转型。 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 １９ 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

社会，市场和经济都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第二，１９ 世纪资本主义

兴起，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关键性生产要素被转化为商品（虚拟商品），市场不但开始主导经济生活，也
逐渐主导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最终导致市场和经济的“脱嵌”和市场自由主义的形成，这一“脱嵌”过
程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有赖于政府干预主义；［１５］１２０第三，虚拟商品的出现会带来社会解体的风险，并
引发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 西方社会由此开启了所谓的“双向运动”，即一方是以自由放任为指导的市

场扩张运动；另一方是各种社会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 两种方向的矛盾运动所

积累的破坏性张力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混乱，最终酿就危机、战争和革命等危及资本主义的巨变。
基于上述论点，波兰尼强调，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１５］３市场和社会的矛

盾运动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当市场的运行“内嵌”在市场以外的制度中，
才能保证市场本身的有效运行。［１６］这样一种“嵌入”于制度的市场在波兰尼那里被认为是存在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１５］１９８尽管波兰尼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并未被马克思主义学派正式承认，其所预言的资本主

义大转型也并未实现，①但其所提出的“嵌入”“脱嵌”概念和“双向运动”理论仍对透析资本主义市场社

会为何走向失败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迭变律的理论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 －波兰尼的视角

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不断经

历着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为应对危机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有限度的

调整和变革，所有制结构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社会化趋势逐渐增强［１８］［１９］，而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的

提高又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最终会以更加严重的危机爆发

形式走向灭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始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化进程，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

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最终发展趋势和表现形式，最终结果就是不存在任何公有制以外的

其他所有制形式和商品货币关系（这一理论逻辑在图 １ 中表现为路径 Ａ）。 而按照波兰尼的看法，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的无限扩张趋势和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冲突之间

很难实现平衡，并最终导致市场扩张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间呈现出一种如“钟摆运动”般的趋势，［２０］ 资

本主义国有化与私有化也因此呈现出周期性切换的特征（这一理论逻辑在图 １ 中表现为路径 Ｂ）。②只有

国家（政府）等制度型式“内在于”市场，并把经济关系重新“嵌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后，才可以保证市

场本身的运行以及社会整体的稳定。 波兰尼的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波兰尼在

反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时候，就发起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这一批

判直指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这一弊端。［２２］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决定论式唯物史观

的缺陷，③列宁晚年基于俄国十月革命实践展开了对第二国际以来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

思；④毛泽东则根据中国革命实践革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并指出，生产力、经济基础具有决定

性作用，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反作

用，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２３］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张闻天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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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两种可能的因果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⑤孟捷在批判总结上述

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以“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概念完成了对历史唯物论的重构：生产关系在功能上

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剩余的占有和支配。 生产关系的这两种功

能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能会受到生产力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只有当

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有机生产方式的

变迁）。［２５］２

那么，又是哪些生产力之外的因素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呢？ 通过汲取波兰尼的思想发现，经济从

来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入”在政治、宗教等社会关系或制度中，当这些社会关系或制度能够在功能上起

着生产关系的功能时，就能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并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血缘、宗教和国家等制度型式，都曾担负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并因此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

组成部分，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型构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此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说

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就不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在不同功能上的区别。
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理论和波兰尼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构建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完整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理论基

础，也为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与私有化的交替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 一般来说，国有化过程就是将

私人企业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过程，包含完全国有和部分国有两种形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 － 波兰尼

理论框架，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解基本矛盾，使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与生产力的社会化相适应，采取了国

家权力和垄断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而当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因承担生产关系

功能，成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后，就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和私人占有方式的变化

（这一理论逻辑在图 １ 中表现为路径 Ｃ）。 具体来说，当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嵌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就
会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国有化进程：一方面，国家会作为生产性主体承担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另
一方面，国家作为协调资产阶级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工具，在公共部门、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并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 而当资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具属性

时，国家就会退出市场经济，并引发波兰尼所谓的“脱嵌”过程，走上以私有化为主的市场扩张道路。

图 １　 马克思主义—波兰尼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图中虚线代表可能会发生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成功推动生产力发展，就是有机生产方式变迁

三、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迭变的现实

纵览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国有化和私有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常常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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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以来，以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为典型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至少出现了 ３ 次国有

化和私有化改革的切换：第一次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大规模国有化浪潮；第二次是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８ 年间以“撒切尔主义”为起点的私有化改革浪潮；第三次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重新国有化

小浪潮。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介绍典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现的历史现实及

其原因，以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的“周期律”。
１．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大规模国有化浪潮

以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为典型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大萧条和

结束后推行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这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技

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水平提高，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即如图 １ 中路径 Ａ 所描述的国有化演变趋势路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和所有制结构

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泰勒主义和半自动化装配线生产方式成为二战后的主要生产模式；另一方

面，所有制结构和私人占有方式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生产资料所有制高度社会化，国家权力不断和私

人垄断资本相融合。 第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意识形态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战后经济衰退

时期被资本主义政党接受，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型式“嵌
入”经济，并被要求作为生产性主体参与经济，［２７］ 国有经济因此迅速发展（即如图 １ 中路径 Ｃ 所描述的

国有化演变趋势路径）。 在新技术革命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

垄断资本得以迅速积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得到了充分发展：工业流水线被自动化生产模式所

取代，国家拥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邮政、电力、电信等带有

公共物品和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中，还逐渐涉足建筑业、制造业、航空业等竞争性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

以引导国内经济和产业政策（参见表 １）。 这一时期国有资本的快速发展有效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并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历经了 ３０ 多年的长期繁荣时期（战后“黄金年代”）。
美国是国有化程度很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这一期间，美国政府

都延续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计划，并在联邦制下创建了一些包括州政府、市政当局

和联邦政府在内的三个主体经营的政府企业，它们主要涉及邮政、交通运输、公共服务事业、土地买卖等

行业，且多以控股、参股的形式推行国有化。［２８］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则在二战后展开了较大范围的国有

化改革，其中，英国分别在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１ 年、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 年和 １９７４ 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出现了三次国有

化高潮。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有化主要集中在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钢铁等行业，国家通过收购

私有企业、国家投资等方式在邮政、无线电广播及通讯、电站、铁路运输、航空、钢铁和汽车等行业建立了

大量国有企业。 １９７４ 年开始的第三次国有化更是扩展到了竞争性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对航天航空、电子

计算机、汽车制造等行业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方式进行了国有化改造。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英国在邮政、
无线电广播及通讯、电站、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国有化程度达到了 １００％ ，［２９］ 国有企业已经发展

到 １８２８３ 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 １０． ５％ 。［３０］ 在法国，经过 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８ 年、１９４４ ～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２ 年三次“国有化”运动后，法国政府先后将银行、保险公司和公共服务部门收归国有；在
运输、通讯等领域成立了一批公私合营公司；同时还成立了法国煤炭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等国有企业。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法国国有经济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国家直接运营全国 ２０％ 以上的资产，国有

企业在邮政、电讯、铁路等行业占比达 １００％ ；在钢铁、航空运输业等行业占比超 ７０％ ；在基础化学、人造

纤维等行业占比也超过了 ５０％ 。［３１］德国（联邦德国）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未推行大规模国有化，
但却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辅以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运行

中的缺陷。 政府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施了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参股，其中在铁路运输、电信、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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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基础设施部门基本实现了全部国有化；在煤、焦炭、石油，以及钢铁行业中也占有较大份额。
表 １　 １９７８ 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各行业占比（单位：％ ）

邮政 电信 电力 煤气 煤炭 石油 铁路运输 航空 钢铁 汽车

美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 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０ ０
英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７５ ７５ ５０
法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７５ ７５ ５０

联邦德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５０ ２５ １００ ２５ ２５ ０

　 　 资料来源：摘自张晨，张宇：《“市场失灵”不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兼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２．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８ 年间以“撒切尔主义”为起点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同时又使

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最终导致了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５ 年的“滞涨危机”，资
本主义黄金年代由此走向终结。 经济上的滞涨使得资本主义矛盾再次被激化，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意

识形态趁机而起，并取代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由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时代。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调节公共政策的新经济正统，它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革和型构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全面私有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即如图 １ 中路径 Ｃ 所描述的

国有化演变趋势路径）。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被重建，国家权力被用于重建自由市场，而公共资产、公共权

力以及环境公共资源则被大规模私有化，［３３］ 私人资本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约束中“脱嵌”出
来，并能够进入以往不能进入的重要生产性部门和公共部门，最终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国有经济

比重都大幅度下降，公共财产和收入又从大众手里重新转移到大资产阶级手中。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Ｐａｕｌ Ｖｏｌｃｋｅｒ）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展开了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改

革以遏制通货膨胀；里根政府又进一步推进了以削减联邦开支、紧缩货币、放松管制（从航空、电信到金

融等领域）、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此后的克林顿政府奉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倡导最小

政府，力主“重塑自由市场”。 美国国有企业规模因此大幅度缩减，仅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年间，美国联邦政府

就出售国有资产和削减各项补助金达 ２５０ 亿美元。［４］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了保守主义

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改革的核心。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０ 年间，英国政府分阶段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了

私有化改革，依次售卖了石油、航天等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以及处于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行业的部分

国企。 通过私有化改革，英国国有经济规模大幅度缩减，英国飞机制造公司、英国电信公司、英国航空公

司、钢铁、电和煤气、石油、煤矿、铁路，以及许多小型国有企业都被变卖了。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英国国

有资产售卖总额达 ２５０ 亿英镑。［５］法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１９８６ 年希

拉克政府颁布两项私有化法案，并开始出售国有企业。 １９９３ 年巴拉迪尔政府开启了以股权向私人资本

开放为特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数千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在此之后，法国国有企业数量明显减

少，且仅仅存在于电力、煤矿等基础经济部门。［６］德国（联邦德国）政府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开始了国

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受
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化欧洲统一市场共识的影响，德国私有化改革进一步深化，联邦政府大量减持

文化产业、医疗、汽车、钢铁等行业国有企业的股份，并遵循企业经营原则；［７］２１ 世纪初又逐渐放开了对

邮政、电信、交通和能源领域的竞争管制，联邦铁路、联邦邮政和联邦通讯这三大重要公共部门的私有化

基本完成。 德国国有企业数量因此大规模减少，联邦政府直接参股企业和联邦特别财产企业数量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２１４ 个下降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２０ 个，重要直接参股企业从 １３６ 个减少到了 ２００２ 年的 ３７ 个。［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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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重新国有化小浪潮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引发

了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后，国有化趋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又短暂兴起。 这主要是因为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集中激化并爆发，民众对自由市场愈发不满，社会要求保护

的呼声高涨。 为应对危机、稳定金融市场、缓和社会各类矛盾，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实施国有化举措

以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具体包括金融救助计划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推行了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设立救助基金、金融机构国有化以及补助失业者、创造就业和增加政府投资等举措。
美国小布什政府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颁布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ＴＡＲＰ，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ｒｏ⁃

ｇｒａｍ），该计划通过认购优先股或普通股的方式向美国主要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向 ９ 家主

要银行提供至少 １２５０ 亿美元的援助，向保险巨头 ＡＩＧ 提供 ４００ 亿美元；同时又向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

斯勒公司提供 １７４ 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随后的奥巴马政府又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通过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

案（ＡＲＲ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ＡＲＲＡ 法案主要通过医保改革计划、减税计划和基

础设施支出计划以补助失业者、创造就业和增加政府投资。［３５］ 英国政府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推出了 ５０００ 亿

英镑的救市方案，其中 ２５００ 亿英镑为银行间贷款活动提供担保，２０００ 亿英镑为银行机构提供短期贷款，
５００ 亿英镑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苏格兰皇家银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ＨＢＯＳ）等大型金融机构注

资以稳定金融市场。 卡梅伦政府执政后，宣布启动政府产业战略，并将航空航天、农业技术、生命科学、
核工业等 １１ 个关键部门作为政府重点支持领域。 法国在 ２００８ 年推出了 ３６００ 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其中

４００ 亿欧元直接向银行注资，３２００ 亿欧元为银行借贷做担保。 同时，萨科齐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

济的新举措，包括成立战略投资基金、加强银行贷款监管等。 德国议会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通过了 ５０００ 亿欧

元的金融救市方案，其中，４０００ 亿欧元为银行间贷款提供担保；８００ 亿欧元和 ２００ 亿欧元分别作为特别基

金和预防性基金以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或渡过危机。［３６］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德国又出资 １０２０ 亿欧元将住房

抵押贷款银行收归了国有。［３７］

四、２１ 世纪国家治理危机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与私有化的迭变

１． 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治理危机与国有化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政策，并重启了国有化，尤其是金融行业

的国有化。 这些救市政策和新一轮国有化的效果如何？ 是否意味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扬弃新

自由主义？ 新一轮的国有化是会继续推进还是会切换为又一轮私有化？ 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

的增长数据可以发现，救市政策和国有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资本主义各国银行系统，并使得经济

有所复苏，但经济的有限复苏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高失业率，以及继续恶化的不平等状况。
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国家并未走向终结，反而朝向极化、保守化发展，［３８］危机治理

政策本质上仍然是以新自由主义政策来挽救新自由主义本身。［３５］这些政策必然会在经济上把资本主义

各国拖入长期增长乏力甚至“滞胀”中，在政治上则预示着阶级矛盾激化、民主政治乱象时代的到来，资
本主义世界由此陷入国家治理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被塑造为私人财产所有者、企业、跨国公司和

金融资本利益的维护者，国家必须服从垄断金融资本的命令，并为垄断金融资本创造高盈利的条件。［３９］

在面临金融危机时，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对金融机构注资获取股权的方式实现了金融机构从私有化向部

分国有化的转变，稳定了金融市场，但这些财政援助大部分都流向了垄断金融资本和垄断金融机构，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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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压力却转移给了公共财政。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间，西方各国的公共财政赤字率普遍上升，美国、英国、法
国和德国的年均财政赤字率分别达到了 ７. ２％ 、８. ８％ 、６. ０％和 ２． ５％ 。⑧为减轻财政压力，削减赤字和债

务，各国又从财政扩张转为财政紧缩，实施了以减税（主要是削减顶层税率）、削减公共部门就业等政策，
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断被侵蚀，底层失业人口不断攀升，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２０１０ 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

国家，最富裕的 １０％阶层占有近 ６０％国民财富；而在美国，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间最上层 １０％的人群占有美国

财富的 ７２％ ，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约 ２％的财富。［４０］

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激化了资产阶级和底层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社会大众要求平等的声

音和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席卷了西方世界，激进化的大众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在欧美各国兴起，例如，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特朗普当选总统，欧洲的英国脱欧公投、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的崛起

等都是激进化的体现。［４１ － ４４］意识形态是建构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面对国家治理危机背景下欧

美民主政治乱象，金融危机后的国有化趋势能否继续推进？ 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仍牢牢掌握主流话语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延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再一次取代国

有化。
２． 资本主义国家后危机时代再度私有化

（１）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推进新一轮公共资产私有化

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借助民粹主义话语，通过主张反对移民、反对经济全球化获得了中

下阶层白人群体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富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支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

的中坚力量，他们利用充分的资金支持特朗普竞选，并借助特朗普将国内社会矛盾成功转嫁于种族主

义、全球化和中国的快速崛起。 由于中下层和富人阶层的支持，特朗普成功战胜了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新

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成为美国第 ４５ 任总统。 特朗普借助民粹主义运动的外衣，将民粹主义与市场自

由主义相结合，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通过政府干预重建自由市场，继续推行公共资产私有

化，由此巩固了金融资本霸权，扩大了金融资本帝国的积累空间。［４５］

在具体政策实施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将施政重点放在反移民、反少数族裔和反全球化上，并因此

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收紧签证等对外政策。 对内则向保守主义靠拢，继续实施有利于资本集团的“私
有化、大规模减税、削弱工会、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签署了

《减税和就业法案》，并预计在未来时间内减少 １. ４５ 亿美元的税收。 通过减税，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的干

预，同时提高了资本利润率并刺激了私人投资。［４６］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同一年撤回或推迟了 １５７０ 项

计划中的监管，政府发布了 ６７ 项放松管制措施，其中包括废除《多德 －弗兰克金融法》，以促进金融市场

自由化，并持续推进公共资产的私有化进程———金融资本能够进入公共资产领域进行投机。 统计数据

显示，到 ２０１７ 年，美国政府企业（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增加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 ０. ７％ 。⑨

（２）欧洲国家政治分化与私有化

随着欧洲一体化规模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化，欧盟在欧洲国家内部的权威不断增强，但同时也导致并

强化了欧洲各国在欧洲事务上的意见分歧和政治分化。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就采取了紧缩的财

政政策，但这一政策对成员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并引发了许多社会抗议活动，民众对欧盟

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直线下降，欧洲各国的极端政党，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借此机会试图冲击主流政

党的执政地位。 英国、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三大最具话语权的国家，在面对民粹主义对欧洲一体化及欧

盟政策的冲击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德国在安格拉·默克尔（Ａｎｇｅｌａ Ｄ． Ｍｅｒｋｅｌ）的领导下依旧支持

一体化，法国对欧盟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英国则选择了公投脱欧，［４７］ 各国公共资产私有化进程也在政

治因素影响下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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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选择党自 ２０１３ 年成立以来民众支持率不断提高，但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因素以及相对稳

定的政党制度，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４３］ 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成功连任德国总理。 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带头推进“财政契约”和
“欧洲稳定机制（ＥＳＭ）”，并主张在欧盟各国展开以恢复竞争力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包括紧缩财政、削
减福利等。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ａｒｋｏｚｙ）所坚持的紧缩财政和缩减政府公共开支政策因

其连任失败而终结，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奥朗德（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为争取极右翼选民，力主在欧盟中

推行更符合法国人利益的政策，并修正现行的“财政契约”，补充推行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政策。 但

是，奥朗德提出的“促进增长与就业”的竞选承诺在竞选成功后并没有落到实处，法国的失业率依旧不断

上升，经济增长也基本停滞。［４７］英国则走上了公投脱欧的道路，且伴随着脱欧成功，英国走上了更加新自

由主义的道路，实施了紧缩政府开支、缩减劳工福利、减少对富豪和大资本的征税、移民福利以及儿童福

利等政策。［４８］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导致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进程进

一步加快，国有资产规模加速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德国和法国在 ２０１２ 年分别出售了 ３００６ 亿欧

元、１８６９ 亿欧元和 ４２９ 亿欧元的国有资产⑩。［５０］

五、结语及若干启示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迭变规律的理论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 － 波兰尼的分析框架

下，总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 ４ 个代表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所历经的三次国

有化和私有化的周期性切换现象，以及 ２１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背景下各国国有经济发展趋

势。 深入分析、准确了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迭变规律，对于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

经济运行规律、正确认识我国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国有化和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

内在必然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始终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这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

国有化与私有化表现出一个交替出现的规律特征。 基于马克思主义 －波兰尼的理论框架，一方面，从根本

上讲，国有化是克服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作为生产资料社会化

的一种具体形式，因而成为经济危机治理的有效工具，这也是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及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一轮国有化浪潮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国有化也受到政治

权力、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受到国家干预主

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影响，强调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将国有化视作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关系，实现经

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必要手段。 例如当时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将国有化

视作去商品化以及社会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具体表现就是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

服务领域的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 但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下，国有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自身发展的限

度，大规模国有化势必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当国有化规模因治理危机或协调社会整体利益而

侵蚀私人资本的盈利空间时，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迫使国有化

转向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以及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都大幅下降。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依然是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严重挤压了国有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空间，也侵蚀了资本

主义国家治理的空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必然进一步加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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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
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力量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放松金融管制等新自由主

义政策使得资本逐渐从国家和社会的各种约束中“脱嵌”出来。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真正的市场经

济必须是实行全面私有化，国家（政府）完全从属于资本或市场，并被塑造成为大资产阶级或金融垄断资

本服务的工具，不再代表和维护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对金融危机的治理也只是转化为对大型垄断金融

企业的救助。 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继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话语权，私
有化、自由化和去国家干预化依然是欧美各国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和不平

等发展的态势，为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了种子。
第三，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而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

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载体，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直接相关的，也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

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始终保持

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

位，国有经济的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得到体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社会化

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周期性爆发的经

济危机、收入两极分化等缺陷和弊病。［５１］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增
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坚决跳出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私有化”的迭变律。

第四，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侵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

向，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一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有机整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 －
波兰尼”的理论逻辑，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制度上截然两分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互

相嵌入、彼此融合的关系。 通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两个方面把经济关系“嵌入”
到社会政治关系中：一是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二是作为生产资料公共产

权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社会范围内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５２］因此，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要的

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治理能

力，绝不走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道路。 与此同时，也要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包括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本监管机制等。 通

过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有机整体，而这也正是对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命题的最好阐释。

注　 　 释

①迈克尔·布洛维（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在评价波兰尼时，认为波兰尼的思想具有“虚假的乐观主义倾向”。［１７］

②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大卫·科茨（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ｏｔｚ）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时充分吸收借鉴了波

兰尼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资本主义的制度总是在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府

积极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交替变动。［２１］

③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过几次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孟捷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总结。［２３］

④列宁曾在《论我国革命》中回应了关于第二国际对十月革命的质疑：“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

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２４］

⑤阿尔都塞以所谓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观驳斥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他区分了“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和“占主导地位

的矛盾”，并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但他并未对两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２５］４７ － ４９张闻天详细阐述了生

６３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产关系的两重性———生产关系一般（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关系），并认为，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这

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表现。 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

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 ［２６］

⑥本文的新自由主义指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为代表

的新古典自由主义（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学派，这一学派强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ｎｅｗｌｉｂｅ⁃
ｒａｌｉｓｍ）学派有显著区别。 杨春学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３２］

⑦美国的 ＴＡＲＰ 计划中有 ７６％的援助用于救援资产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的大银行，９ 家主要银行分享了 １２５０ 亿美元的资助；
而只有 ６％的援助用于居民住房救援计划；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同样向各自的主要银行完成了财政注资。［３５］

⑧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ｏ．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ｂｕｄｇｅ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ｄａｔａ＃２；英国国家统计局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ｎｓ． ｇｏｖ． ｕｋ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ａｘ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ｄｅｂｔｒｅｔｕｒｎ；欧盟

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ｖｉｅｗ ／ ｇｏｖ＿１０ａ＿ｍａｉ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 ＝ ｅｎ
⑨数据来源：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⑩在法国、德国、英国三大欧洲强国加快的私有化进程背景下，其他欧盟各国受欧盟政策影响，也加速了私有化进程，例如

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４９］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间，欧盟 ２５ 国出售国有资产平均每年达到 ５００ 亿欧元。［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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